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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较为单薄，且多从公司治理的立场上进行探讨，在法律制度层面和组织运行层面关注非营利机构的发展。笔者认为，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研究首先应解决其合理性困境，然后把对西方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与模式的借鉴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关注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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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治理已成为非营利组织能否有效运作的首要课题。”但国内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文献尚且匮乏，研究还较多停留在概念界定、分类、兴起原因及动力机制和功能上（马全中，2012；王世强，2013；田凯，2003），集中在关系研究与行动策略研究上（陈为雷，2013），而关于其治理机制则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更难以和国际上该主题研究的主流模式建立起逻辑联系。基于这一现实，本文拟对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相关研究作出系统的评述。文章以非营利组织的合理性困境和组织运行这一视角对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研究作一梳理，以期发现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非营利组织的合理性困境
合理既包括合乎法理即法律要求，也包括其存在的必要性，即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危机。因此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合理性问题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一是不同话语体系下的登记注册混乱；二是法律规制的不足、缺陷；三是从公信力的角度探讨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
对于第一类非营利组织的合理性问题研究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与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缩写NPO）含义相近的术语还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缩写NGO）、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缩写CSO）、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志愿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免税组织（Tax -Exempt Organization）、慈善组织（Charitable Organization），官方称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有学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集合可称为“第三部门”，而“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具体地说就是非营利部门的状态”，“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将非营利组织研究叫做“第三部门研究”。（徐永光，2001）而西方自70年代早期美国私人慈善与公共福利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private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Needs in the united States）在1975年发表的Giving in America 一书中首次使用第三部门这一概念，此前并未作为有别于市场和政府的独立部门。作为参照的西方概念背景的异质性，非营利组织在概念选择上存在相当大的混乱。张建伟（2011）认为现行法律对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注册采取了不同态度。《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这说明，法律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采取了严格的核准制原则，这两类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必须经由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否则不予登记。而遍寻《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文，并不能找到有关核准制的规定。谢海定（2004）从法律的角度考察了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困境。他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合法律性问题，一方面，占总数80%以上的民间组织属于“非法存在”，另一方面，经过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也存在内部管理不善、财务混乱甚至违法犯罪等问题。民间组织的合法律性问题直接由执法部门的执法不能导致，归根结底由立法不当产生，提出应从控制型管理转向培育型管理。
对于第二类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则指出现存法律法规在非营利组织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不足。刘建银等（2011）通过比较中外理论及有关企业所得税的法律法规，认为我国关于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活动及其税收问题的法律法规，一是非常散乱地分布于不同行业领域，二是多个制度之间存在不统一、不公平、不一致的现象。张建伟（2011）指出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法律法规存在缺陷，就内部治理结构而言，除《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基金会设置董事会与监事会之外，法律并未要求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相应的机构；在外部监管上则是以工具论的方式实行“双重负责制”。伍治良（2014）则通过对26个非营利组织的实证调研数据得出结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建设需要。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国际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将非营利组织划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缺乏逻辑严谨的体系化分类标准，将性质属性相同、均以财产聚合为设立基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人为区分，模糊了捐助法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未区分社会团体的公益性与互异性二者在财产归属及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差异。
对于第三类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则是从公信力的角度探讨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问题，主要包括内在机理（姜宏青，2012；颜克高等，2010；张立民等，2011）和体系设计（陈博，2012；刘志明等，2013）。
姜宏青（2012）以“郭美美事件”为引子，认为非营利组织透明其资金运营效果和管理效率的信息是基于其非营利性、资源依赖性、产权和治理的公共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而建立绩效会计系统来搜集转换披露非营利组织管理绩效信息。颜克高等（2010）从委托代理理论、声誉模型与信号传递理论为基础，将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分为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分析、共享和利益相关者的奖励与惩罚等三个模块，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适度控制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度的合理测量、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完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的共享、行政性奖励与处罚的公平与公正是保证机制健康运行的关键。张立民等（2011）基于汶川地震中16家全国性基金会的案例研究，认为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是制度需求下的制度供给，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状况亟待加强。陈博（2012）尝试构建了一个由“法律层—指南层—披露层”的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框架体系，由政府牵头、各个非营利组织负责建设的信息披露平台。法律层面，在宪法、民法通则下制定《非营利组织法》、《慈善法》等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实施的高层次的法律，以此调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范，在实际操作中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配套和协调的三级法律体系；位于整个框架体系中间的是指南层，是法律层的具体表现，包括财务报告指南和审计鉴证指南；此外，民政部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搭建信息披露的模型“输入—过程—输出”（input—process—output）模型（简称 IPO模型），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动态、个性化的服务。刘志明等（2013）在已有信息披露指标体系构建了在线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组织策略、组织能力、组织治理及组织环境四个方面检验影响非营利组织在线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基金会的在线信息披露质量总体不理想，组织基本信息的披露质量最好，而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赠信息的披露质量较差。财力更大、理事会成员更多、组织管理效率更高、外部捐赠依赖度更大的全国性基金会在线信息披露质量更高。
二、非营利组织的组织运行
非营利组织的良好运行需要恰当的制度层面的内部管理模式和组织层面的运行绩效，因此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对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和模式的借鉴学习，加强对本土非营利组织的改善；第二类是以主流理论范式为指导具体分析理事会制度；第三类是分析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核，以窥探其组织架构的合理性。
第一类是国外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和模式的引介。这类研究关注国外非营利组织的理论基础（田凯，2012）和治理模式、经验（李培林等，2006；康钦平，2007；杜世宇，2011）。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既有弥补政府和市场局限性的政府失灵理论（government failure theory），也有依靠大量第三方机构的“第三方管理”（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模式，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从功能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合约失灵理论（contract failure theory），吉德伦( Benjamin Gidron)、克莱默和赛拉蒙等人进一步论述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
。田凯（2012）系统评述了西方英文文献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非营利组织治理的主要理论，涉及代理理论、管家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对各大理论的渊源和主要观点梳理的基础上，文章从理事会的功能、理事会与执行层的关系、理事会成员的选择三个方面，对不同理论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李培林（2006）在《当代西方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加拿大非营利组织考察报告》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美加两国非营利组织的角色、组织定位、立法与政策的情况，提出中国的“事业单位”应改称为非营利组织，同时依靠健全的法律和“管办分离、分类管理、目标约束、购买服务”的管理方式推动其健康发展，尽快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非营利组织体系。康钦平（2007）和杜世宇（2011）则分别介绍了美、德、日、英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模式。美国作为非营利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治理结构模式源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即由成员大会、董事会和高层经营人员（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执行管理机构和独立的会计师等三部分组成。德国的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主要依据的是德国民法典，它将非营利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两类；日本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模式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非常类似，即内部设有社团总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英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公司治理模式，其基本结构是理事会、管理委员会、执行层和监督机构。
第二类是以主流理论范式为指导具体分析理事会制度（马迎贤，2006；胡剑锋，2012；朱云杰、孙林岩，2005；田凯，2009；张立民、李晗，2013；顾艳辉、朱海涛，2011；黎克俊、姚洁强，2010；马迎贤，2005），这一类研究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也最多。
马迎贤（2005）以资源依赖视角为解释框架，揭示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边界跨越职能，并从理事会的连锁理事、理事会的职能和构成以及理事会的绩效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分析；随后，他（2006）又从代理理论入手，分析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监管职能。胡剑锋（2012）则探讨了另一权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NPO治理的适用性，建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治理主体、整合利益相关者意志的治理过程、创建利益相关者价值的评估机制三个方面构建多边治理机制。但我国基金会内部治理机制有效吗？张立明和李晗（2013）提出了这一质疑，他们以全国性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对理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负责人政治联系、理事会会议次数等内部治理特征与理事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发现理事会规模越大越能显著提高基金会业务活动绩效、管理绩效和筹资绩效，理事会作为基金会内部治理机制之一能够较好地发挥效应；但作为基金会内部监督主体的监事会，其规模与较高的基金会绩效不显著相关，其治理职能面临弱化的窘境；负责人政治联系、理事会会议次数等内部治理特征与较高的基金会绩效并不显著相关。顾艳辉和朱海涛（2011）则指出了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的目标：保证其目标的充分实现程度，保证其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保证其资源运行的经济性、安全性及完整性，保证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证其公信力；具体要素有控制环境、风险管理、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与检查。黎克俊和姚洁强（2010）以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为案例认为内部控制的本质是一种组织价值的维护活动，其最高目标是实现组织的发展与可持续经营，这对非营利组织同样成立。田凯（2009）在全面剖析中国当前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的基本框架基础上提出其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双重管理体制直接影响到理事会的实施，理事会虚设和个人化控制的情况较为普遍，理事会与执行层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协调，监事会未能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朱云杰和孙林岩（2005）则重点从理事会法律地位、理事会基本职责及相关问题、理事会规模、组织结构及其领导体制、理事会个人行为、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强制性信息披露等六个方面介绍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三类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核涉及绩效评估（姜宏青，2012；余满均、王丽萍，2007）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仲伟周等，2006；王智慧、陈刚，2011；唐跃军等，2005；刘宇萓，2005；颜克高、陈晓春，2011）。
姜宏青（2012）基于绩效管理的目标要求，以会计基本理论为分析结构，将非营利组织运营管理活动转换成绩效会计的语言，提出以资源、负债、资源剩余、投入、产出和效果为会计要素，进而设计了绩效会计财务报表体系和内容，包括运营绩效表、资源存量绩效表和综合绩效表或绩效指标分析表。余满均和王丽萍（2007）认为非营利组织以“绩效最优”为主要营运目标，而现行资金收支的预算管理未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未与绩效挂钩，因而对非营利组织绩效预算管理的组织体系、预算的编制与审批、预算的执行与决算、预算的监督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出应将绩效考评贯穿于整个预算管理过程。以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评价指标思想为基础，为全面、客观地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颜克高和陈晓春（2011）通过选择财务比率指标，选取111家基金会的截面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评价，结果显示筹资能力与资金效率是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主要因素，相对而言，筹资能力的影响程度更大，筹资能力与资金效率均衡发展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趋向于好。唐跃军等（2005）基于层次分析法对非营利组织绩效测评内容进行权重设计，主要包括基本状况、组织治理、公共责任、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筹资活动等6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刘宇萓（2005）提出的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内容包括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质量，非营利组织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数量，公益性、信誉、融资能力、抗风险能力、评估主体等方面。仲伟周等人（2006）在针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体系存在的缺乏统一标准和非经济量化指标等问题及其根源深刻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建立有效绩效指标体系应以合理实用为主要目标、以客观科学为基本原则；并通过对非营利组织与一般企业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的相互比较，提出我国非营利组织绩效指标体系设计应包含组织内部员工态度、能力与业绩等基本内容。
王智慧和陈刚（2011）立足于云南省草根NPO的调查资料，构建了包含环境、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创新和学习、政府、竞争、沟通等八维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涉及26个二级指标。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也有经验研究，涉及的组织类型多样，有社团团体、基金会以及草根NPO等等，可以说各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均有所涉猎，其关注的焦点无外乎法律制度层面和组织运行层面。
（一）法律制度层面上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问题
在法律制度层面探讨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现有研究成果有两个背景或出发点，其一是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或成长使得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新的社会领域的呈现；其二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国家控制着所有的社会资源，通过单位制将国家与个人紧密联系起来，几乎不存在除单位以外的组织类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转型，非营利组织作为弥补企业和市场局限性的“第三部门”出现。由于是引介西方的概念、理论，导致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称谓各式各样，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呈现区别化对待，登记注册制度混乱，税法、组织架构的不完善，使得非营利组织面临着合法律性问题。另外一个出发点是，当前中国尚处于转型过渡时期，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加之非营利组织的各种负面事件层出不穷，导致非营利组织的深陷公信力危机。委托代理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委托人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来驱动另一个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田凯，2012），而捐赠者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非营利组织有义务向捐赠者披露经营活动信息。因为学者们从信息披露的内在机理、披露内容和途径以及影响信息披露的因素等四方面进行论述，旨在提高非营利组织的透明度，提升公信力。
（二）组织运行层面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非营利组织效率的提升，取决于组织的治理有效性和治理结构的合理性（钱颜文，2006），对于如何改善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众多学者们也开出了自己的良方，有系统评述西方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有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的治理模式，有极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理事会制度，着力完善非营利组织的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体系。公信力的问题，或说制度性困境，与营利组织发展息息相关，其源泉在于组织内在的治理结构。因而，对于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推行不同的治理结构。比如有学者将非营利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并分别就两类法人提出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学者试图从法人治理角度出发实现公司治理到法人治理的延伸。总之，不管何种结构，都需要为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服务，系统结构与外部环境相契合。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涉及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层面有概念梳理、组织分类、理论介绍等，实证研究涉及对各种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的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其中以个案研究为主。对治理结构的探讨基本属于借鉴和照办公司治理模式，未能将治理结构的系统要求与非营利组织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在治理理论上普遍接受西方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理论思想，而针对转型期中国非营利组织特定环境和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特殊发展历史情景下的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尚属薄弱，这可能是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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